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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学与艺术研究】

佛寺、权力与文学：论唐代慈恩寺诗的生成及诗史价值∗

朱 怡 雯　 　 　 柏 红 秀

摘　 要：慈恩寺建于唐太宗朝，最初是唐代皇家祈福的寺庙，后成为玄奘译经场和京城儒释的活动场所。 盛唐时伎

乐文化繁盛，众多娱乐活动在此展开，慈恩寺的皇家权威性逐步消解，成为民间的游宴场所。 慈恩寺诗因为景龙修

文馆文士慈恩寺应制活动而兴起，产生了近 ３０ 首同题诗。 盛唐时慈恩寺雁塔题名兴盛，促使慈恩寺诗个人书写局

面的形成，呈现题材多元、情思自由的特点。 慈恩寺的建立和功能的转变，带动了慈恩寺诗的产生和内容变迁。 考

察慈恩寺与慈恩寺诗的关系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地理空间与文学之间的丰富关联，更深入地揭示唐代诗歌发生史。
关键词：慈恩寺；慈恩寺诗；地理空间；文学唐代诗歌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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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地理空间与文学之间的关系，学界已有深入的

探究，如从地理空间出发揭示中国文学创作者的分

布形态，地理空间对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，或是选取

具有地域性特点的文学流派、作家群进行研究。 这

些研究皆指向两点，一是地理空间促进文学的创作，
二是文学构建地理空间中的地域文化。 关于唐代地

理空间与文学的研究亦紧紧围绕这两点展开，不乏

争鸣者。 如刘师培将唐代的地理空间分为南方和北

方，并认为“自中唐以降诗分南北”①；贾晋华从唐

代江南的湖州地区切入，提出浙西联唱确立了“文
人词客荟集江左的局面”②；杜晓勤将唐代分为江

左、山东、关陇三大文化区域，并认为江左诗歌多表

现闲情雅调，山东诗歌渗透济世热情，关陇诗歌多为

征战主题，地理空间影响三地士子们的性格以及诗

歌风格③；莫立民认为“唐代文学以黄河流域文化圈

为基调，以豫、冀、秦、晋地区为核心，以北方文学人

才为主流”④。 可见，对于地理空间不同的划分，将
导致唐代文学研究产生不同的成果，进而对唐代文

学具有不同的认知。
在唐代众多地理空间中，佛寺作为一种独特的

空间频繁出现于唐代士子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产生了

大量以佛寺为主题的诗歌，尤以慈恩寺诗数量为最，
约有 ９４ 篇。 学界对慈恩寺诗的研究多从文学与时

代关系的角度进行讨论，如程千帆、莫砺锋先生认为

同一时代中诗人的志气和人格是造成《同诸公登慈

恩寺塔》这组同题共作诗在情感、思想方面产生差

异的主要原因⑤；蒋寅先生则将《同诸公登慈恩寺

塔》视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悲悯与哀

思⑥。 这些研究从慈恩寺诗的名篇入手，表明慈恩

寺诗在唐代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。 但对于慈恩寺的

建制、慈恩寺诗内部的流变，以及慈恩寺诗与唐诗的

发展脉络没有系统地梳理。 受地理空间与文学之间

关系的启发，依循前人的研究路径，或可对慈恩寺诗

做更进一步的追问：地理空间如何促使文学的生成？
本文将从慈恩寺与唐诗创作切入，梳理慈恩寺的设

立及动机，以及相关诗歌的发展史，着力于唐代诗歌

史的动态研究，描述唐代诗歌的生成与历史。

一、慈恩寺的设立及功能变迁

从史料来看，慈恩寺建于贞观二十二年（６４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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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子李治在宫“为文德太后追福，造慈恩寺”⑦，该
寺位于长安城曲江风景区，为“京之胜地”⑧。 优越

的地理位置和官方敕令的共同作用注定此地将发生

一些不凡的事情，同年十月“度三百僧，别请五十大

德，同奉神居，降临行道……别造翻经院”⑨，慈恩寺

从皇家祈福场所一跃而为京师译经场。 十二月迎来

建寺以来的一场重要盛会，玄奘受命从弘福寺移至

慈恩寺翻经院继续从事佛典的翻译，唐太宗为玄奘

举办了盛大的入寺升座仪式。 这场升座庆典轰动一

时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记载道：
　 　 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，万年令宋

行质、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，
并使务极庄严，己巳旦集安福门街，迎像送僧入

大两慈恩寺……太常九部乐挟两边，二县音声

继其后…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，敕

赵公、英公、中书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，奏九

部乐、《破阵舞》及诸戏于庭前，讫而还。⑩

从上述材料足以想见当时庆典场面的盛大豪

华。 纵观前代历史，帝王、文武百官甚至宫廷乐队一

起出动为法师举行升座庆典几乎是没有的。 这场庆

典更像是披着佛教的外衣宣扬国威。 “武德初，未
暇改作，每宴享，因隋制奏九部乐”􀃊􀁉􀁓，九部乐作为唐

代的典礼之乐，在国家重大活动的时候才能使用，现
在帝王把九部乐从官方场所搬到了民间，足见太宗

以文德绥海内的用心。 此外，《破阵舞》由太宗一手

创制，有舞、歌，器乐伴奏，参演的乐工人数很多，气
势磅礴，“左圆右方，先偏后伍，交错屈伸，以象鱼

丽、鹅鹳。 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，被银甲执

戟而舞，凡三变，每变为四阵，象击刺往来，歌者和

曰：‘秦王破阵乐’”􀃊􀁉􀁔，用意在于弘扬武功之治。 九

部乐与《破阵舞》是唐太宗威震四海政治理念的体

现。 帝王借玄奘升座大典将九部乐和《破阵舞》在

寺院搬演意在强调皇帝的文功武治，借慈恩寺宣扬

皇家权威。 慈恩寺也因此成为京师皇家权力的一个

缩影。
玄奘来到慈恩寺后，带领信众开启从贞观二十

二年（６４８）到显庆三年（６５８）共 １１ 年的译经事业，
译有《瑜伽师地论》《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》等 ３５ 部

佛经。 玄奘译经事业的顺利开展不仅因为他本身的

翻译才华，更得益于唐代官方对佛经翻译的推崇。
《旧唐书·方伎传》载，“令左仆射于志宁、侍中许敬

宗、中书令来济、李义府、杜正伦、黄门侍郎薛元超

等，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，国子博士范义硕、太子洗

马郭瑜、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，助加翻译。 凡成七十

五部”􀃊􀁉􀁕。 朝廷的精英文士集体出动陪同玄奘翻译

经典，甚至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围观膜拜。 除了翻

译佛经，在玄奘的带领下唯识宗在慈恩寺诞生并且

发展，玄奘“每日定时讲授新译经论，为诸州听学僧

众决义释疑”􀃊􀁉􀁖。 此举吸引大批士子前往参学、辩
论。 由玄奘翻译的因明学的两部经典《因明入正理

论》《因明正理门论》阐释了因明中的破与立、现量

与比量两种方法，士子们对这个新兴佛学观点产生

了浓厚的兴趣，儒释之间就此展开激烈的辩论。 这

种辩论不仅反映了当时慈恩寺学的兴盛，也从侧面

展现了唐代社会中儒释两家的自由学风。 慈恩寺学

的兴起甚至吸引了金刚智、圆仁等大批外国译经僧、
传法僧前来学习。 译经事业与唯识学的发达使慈恩

寺成为京师官方学术文化的标杆，无数士子、僧人慕

名前来参访，借由此地推动了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。
初唐京师皇家的权威和慈恩寺学的流行使得慈

恩寺成为京师文化的象征。 慈恩寺从皇家权力空间

到民间游赏空间的转变，始于盛唐玄宗时期。 康骈

《剧谈录·曲江》记载，唐代开元中疏凿曲江，曲江

池“南有紫云楼、芙蓉苑，杏园、慈恩寺”􀃊􀁉􀁗，官方常

赐太常和教坊声乐于曲江风景区，“每岁倾动皇州，
以为盛观”􀃊􀁉􀁘，吸引不同阶层的人前来游赏，明人胡

震亨用“豪奢”形容当时曲江周边伎乐表演的盛况。
曲江游赏的繁盛也带动了慈恩寺民间游赏的展开，
《剧谈录·慈恩寺牡丹》载有“京国花卉之晨光，以
牡丹为上。 至于佛寺道观游览者，罕不经历。 慈恩

浴堂院有花两丛。 每开及五六百朵，繁艳芬郁、近少

伦比……时东廊院有白花，可爱。 相与倾酒而坐，因
云牡丹之盛，盖亦奇矣”􀃊􀁉􀁙。 当时有人为了赏牡丹，
甚至不惜掷“黄金三十两，蜀茶二斤，以为酬赠”􀃊􀁉􀁚。
中唐以后，越来越多的民间娱乐活动在此开展，如戏

剧表演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四八载：“（郑）颢弟顗，尝
得危疾，上遣使视之。 还，问‘公主何在？’曰：‘在慈

恩寺观戏场’”􀃊􀁉􀁛。 又或是佛教俗讲“于禁中设讲

席，自唱经，手录梵夹”􀃊􀁊􀁒。 这些活动增添了慈恩寺

空间的娱乐性，促使慈恩寺从皇家权力空间向民间

游赏空间的转变。 慈恩寺也如同一株盛放的牡丹卧

于曲江池畔，慈悲接纳着不同阶层的人前来游赏。
通过以上梳理可知，太子李治为母亲追福是慈

恩寺产生的先决条件。 唐太宗借佛教的影响力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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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玄奘举行升座庆典，除了表达对玄奘的礼遇外，更
多的是宣扬自己文功武治的教化理念。 玄奘译经的

展开则意在促进京师官方文化和学术交流。 到了盛

唐，伎乐文化的繁盛带动了曲江周边景点的游赏，慈
恩寺牡丹游赏，戏剧、俗讲表演则消解了慈恩寺作为

皇家佛寺的绝对权威，实现了慈恩寺从皇家权力空

间到民间游赏空间的跨越。

二、慈恩寺诗的兴起

唐高宗是最早进入慈恩寺进行文学创作的人，
作有《谒大慈恩寺》《谒慈恩寺题奘法师房》二诗，此
时慈恩寺仅作为官方的祈福场所并没有进入文士们

的创作视野。 经历了 ６１ 年的沉寂，到了景龙二年

（７０８），突然涌现了 ３０ 余首慈恩寺诗。 这些诗作皆

出自景龙修文馆学士之手，这在唐代文学史上是非

常罕见的。 唐中宗不论士子出身，广纳文士，吸引了

大批有抱负的文学之士进入宫廷，设立修文馆则意

在促使这些文士进行文学创作，明人胡震亨称赞中

宗此举“有唐吟业之功首”􀃊􀁊􀁓。 中宗常以宫廷宴游

的形式带领修文馆士子进行文学创作，这批慈恩寺

诗便诞生在宫廷游宴的背景之下。 《唐诗纪事》卷

三载，景龙二年九月九日“上幸慈恩寺，登浮图，群
臣上菊花寿酒，赋诗，婕妤献诗云：‘帝里重阳节，香
园万乘来。 却邪萸入佩，献寿菊传杯。 塔类承天涌，
门疑待佛开。 睿词悬日月，长得御昭回。’”􀃊􀁊􀁔。 中

宗带领群臣在慈恩寺游宴，上官婉儿献诗后，崔日

用、宋之问、李峤、李適、刘宪、李乂、卢藏用、岑羲、薛
稷、马怀素、赵彦昭、萧至忠、李迥秀、杨廉、辛替否、
毕乾泰等 ２５ 位文士参与附和，由此诞生了以《奉和

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》为题的慈恩寺同题共

作应制诗，标志着慈恩寺文学空间的确立。
慈恩寺文学空间确立后，各种文学活动也因此

顺势展开。 就当时文坛的大背景来看，景龙文坛是

游宴文化繁盛的文坛，也是女性主导的文坛。 《资
治通鉴》卷二百九载，“每游幸禁苑，或宗戚宴集，学
士无不毕从，赋诗属和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，优者

赐金帛”􀃊􀁊􀁕。 中宗委任上官婉儿担任景龙修文馆的

首领，组织文人们参与各种社交游宴并评判他们的

作品。 如果作品优胜，文人们还可以获得丰厚的奖

金，文学创作于是成为一种社交竞技。 在慈恩寺空

间中文学创作具有向权力靠拢的特性。 由于裁判上

官婉儿的女性身份，诗人们创作慈恩寺诗时，便自觉

地迎合女性的审美趣味而采取相应的赞颂策略，如
将自然美景比附女性的德行与才华，以此宣扬女性

统治的某种正当性。 或者选取具有女性特色的意

象，如将皇宫比喻为“凤阙”，许敬宗“凤阙邻金地，
龙旂拂宝台”􀃊􀁊􀁖；将皇帝乘坐的车辆比作“凤辇”，李
適“凤辇乘朝霁，鹦林对晚秋”􀃊􀁊􀁗、卢藏用“化塔龙山
起，中天凤辇迂”􀃊􀁊􀁘、毕乾泰“鹦林花塔启，凤辇顺时
游”􀃊􀁊􀁙。 慈恩寺空间的宗教性也影响了慈恩寺诗文

学场景的描写，文士们的处理方式是将慈恩寺空间

比作西方极乐净土，出现许多华丽的伎乐场景的描

写，如李迥秀“御酒调甘露，天花拂彩旒”􀃊􀁊􀁚、王景
“缀叶披天藻，吹花散御筵”􀃊􀁊􀁛。 诗人们沉浸在赞美

和欢愉中，天上人间一片和谐，宛如一幅幅极乐世界

图。 对女性审美趣味的迎合使得此时的慈恩文学呈

现一种清丽典雅的逸乐风格。
慈恩寺文学空间的确立催生了以景龙修文馆文

士为代表的慈恩文学，但这并没有促使文学内容多

样化地展开，此时的慈恩文学内容和题材基本一致，
即将歌颂君主恩德作为主要目标。 但文士们并不直

接歌颂帝王的恩德，而是将自己想象为大自然的一

部分，用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比喻对君主的感恩之

意，如杨廉“天文将瑞色，辉焕满寰中”􀃊􀁋􀁒、辛替否
“别有秋原藿，长倾雨露缘”􀃊􀁋􀁓、李从远“愿将尘露
点，遥奉光明台”􀃊􀁋􀁔。 他们将自己置于自然之中，想
象自己是云朵、雨露、尘埃，用自己的渺小突出君王

的宏恩浩荡。 文士对君主的歌颂暗含了对人与自然

关系的思考，增添了诗歌内容的天然审美趣味。
初唐士子在慈恩寺空间中参与帝王的游宴应

制，一些作品虽是为文造情的刻意之作，但呈现出一

种气象远大的特点。 这些宫廷文士创作的慈恩寺诗

大多为奉命应制之作，故而题材较为局限，内容上流

于对君主恩德的歌颂，在写作时多使用虚构、想象的

手法。 作品虽然辞藻华美，但所抒发的感情大多为

了迎合君王，缺乏个人真情实感的表达，导致诗歌内

容和情感的僵化。 “诗人之作，本诸于心，心有所

感，而形于言”􀃊􀁋􀁕，好诗一定是诗人从心里流露出来

的真情与感动。 此时慈恩文学多为政治服务，虽然

可以起到应和君王教化、歌功颂德的作用，但也导致

文学创作变成一种止于赞美的浮艳形式。 这是初唐

时期慈恩文学的一种缺憾。

三、慈恩寺诗的新变

中宗、上官婉儿带领景龙修文馆学士确立了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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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文学空间的地位，这些赋从贵族游宴的慈恩寺诗

给了贫寒士子们许多鼓舞。 此时门阀与出身不再是

决定士子命运的主要因素，加之君主对于不同阶层

人才的提拔与任用，激励大量寒士前往长安求取功

名。 《唐摭言》卷三云：“神龙已来，杏园宴后，皆于

慈恩寺塔下题名。 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。 他时有

将相，则朱书之。 及第后知闻，或遇未及第时题名

处，则为添前字。”􀃊􀁋􀁖慈恩寺在神龙后成为唐代士子

题诗呈才的重要聚会处，士子们中了科举后会在慈

恩寺举行题名活动。 《唐国史补》卷下对雁塔题名

亦有相似记载：“进士为时所尚久矣。 是故俊乂实

集其中，由此出者，终身为闻人。 故争名常切，而为

俗亦弊。 ……既捷，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，谓之

‘题名’。”􀃊􀁋􀁗可见，雁塔题名是唐代进士及第象征的

内涵基本是固定的。
雁塔题名之风在唐代可谓盛矣，进士徐夤在诗

中对当时雁塔题名的情形描述道：“雁塔搀空映九

衢，每看华宇每踟蹰。 题名尽是台衡迹，满壁堪为宰

辅图。 鸾凤岂巢荆棘树，虬龙多蛰帝王都。”􀃊􀁋􀁘前往

求仕的举子题名于慈恩寺内外的角角落落，还原了

当时雁塔题名的盛况。 初唐热闹的宫廷宴游文化已

树立起慈恩寺尊贵的地位，使其成为京师皇权、文化

的象征，雁塔题名的繁盛更是让慈恩寺成为京城庶

族阶层科举文化的象征，后世甚至有人直接将雁塔

题名等同于进士及第。 清人程登吉编《幼学琼林》
载有“应试见遗，谓之龙门点额；进士及第，谓之雁

塔题名”􀃊􀁋􀁙。 慈恩寺是庶族阶层来到长安后必须游

历的景点之一，在这些士子心中，慈恩寺作为宗教场

所不仅可以保佑他们科举顺利，这里还是距离京城

皇权最近的地方，他们将慈恩寺奉为串联现实与锦

绣前程的桥梁。 当文士们自觉进入慈恩寺空间后，
脱离了官方的约束与限制，文学创作成了一种自觉

行为。 他们在慈恩寺直抒胸臆、驰骋才思，慈恩文学

由此迎来一个发展新高潮。 下面从三个层面讨论慈

恩寺诗的新变。
１．内容之变

“空间代表着某种秩序”􀃊􀁋􀁚，庶族的涌入消解了

慈恩寺作为皇家空间的绝对权威，逐渐代表了庶民

阶层的某种自由意志。 这种自由意志体现在慈恩寺

诗创作内容的多样化上。 “时代之思”则是慈恩寺

诗在内容创作中最主要的变化。
继景龙二年（７０８）慈恩寺应制诗的创作兴起，

唐玄宗天宝十一年（７５２）秋，慈恩寺诗又迎来了一

次创作高潮。 高适、薛据、杜甫、岑参、储光羲五位诗

人自发来到慈恩寺，同题共作 《同诸公登慈恩寺

塔》。 程千帆先生形容高适、薛据、杜甫、岑参、储光

羲的登塔为身世相仿的落魄文人的聚会。􀃊􀁋􀁛宋人魏

庆之将这组慈恩寺塔诗视为“讥天宝时事”􀃊􀁌􀁒，后世

一般也都认为这组同题共作诗是对安史之乱即将爆

发的隐喻。 例如，杜甫用“秦山忽破碎”比喻人君失

道，用“泾渭不可求”比喻贤、佞之臣清浊而不分；以
“黄鹄去不息，哀鸣何所投”感慨贤臣惨遭迫害；用
“君看随阳雁，各有稻粱谋”讽刺奸臣在位。 杜甫登

临慈恩寺塔，看到的不再是风景秀美的长安，而是灰

暗笼罩下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。 他借由环境描写铺

叙，表达对唐王朝社会、百姓深切的担忧与关爱。 后

世常用“情感之真、写景之真、纪事之真”􀃊􀁌􀁓评点杜

诗，慈恩寺空间中的杜诗之真表现在时代危机前杜

甫没有消极避世，也没有贪图安逸，而是在此空间中

融入了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真切的关怀。 严羽《沧浪

诗话》云：“夫学诗者，以识为主。 入门须正，立志须

高。”􀃊􀁌􀁔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云：“有第一等襟抱、第一

等学识，斯有第一等真诗。”􀃊􀁌􀁕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亦
云：“人才各有分限，尺寸不可强。 同一物也，而咏

物之工有远近；皆此意也，而用意之工有浅深。”􀃊􀁌􀁖诗

人作诗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，才能创作杰出的作品。
高适、薛据、杜甫、岑参、储光羲同登慈恩寺塔，引领

了慈恩寺诗的第二次创作高潮，广为后世传诵。 这

说明在诗歌创作中，不仅需要对个人情感进行充分

的表达，更需要融入对时代风貌的体察，唯有如此才

是真文学。
２．风格之变

《新唐书·五行二·讹言》载，“天宝后，诗人多

为忧苦流寓之思，及寄兴于江湖僧寺”􀃊􀁌􀁗，安史之乱

使这些士子们的生活轨迹随之改变，他们常出入于

庙宇之间，佛寺也因此成为他们漂泊身心的安栖之

处。 此时的慈恩寺不再是象征皇家权威的权力空

间，也不再是象征民间文化的游赏空间，转而成为唐

代士子们的精神空间。 安史之乱后诗人们进入慈恩

寺空间，开始注重个人心性的表达，使得慈恩寺诗具

有“融佛理于人生”的风格特点。
斯坦利·威斯坦因将安史之乱后唐代佛教的新

变称为“精英哲理佛教学派时期的终结，佛教通俗

性的开始”􀃊􀁌􀁘。 佛教的通俗性表现为士人阶层对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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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广泛接受和熏习。 此时的慈恩寺诗开始出现僧

俗交往场景的描写。 如韦应物《慈恩伽蓝清会》中

有“素友俱薄世，屡招清景赏”􀃊􀁌􀁙，在慈恩寺僧的邀

请下，韦应物来到此处雅集，与僧侣、朋友们一同欣

赏寺内美景，享用蔬食，佛寺空间让他放下了昔日的

放荡不羁，转而伴随着寺内的鸣钟、岚岭来到了尘境

之外，发出“鸣钟悟音闻，宿昔心已往”􀃊􀁌􀁚 的感慨。
如果置身于公务繁忙的斋郡，又怎能体会这种自然、
人生相呼应的美呢？ 只有将身与心放在自然万物中

去体悟，才能应物于心，这与禅宗所倡导的“明心见

性”是相呼应的。 大历时期诗人李端也热衷于游历

佛寺，他“少时居庐山，依皎然读书，意况清虚，酷慕

禅侣”􀃊􀁌􀁛。 寓居京城求仕期间，李端常出入于慈恩寺

空间，他在慈恩寺拜访暕上人后写道：“悠然对惠

远，共结故山期……愿与神仙客，同来事本师。”􀃊􀁍􀁒李

端在慈恩寺空间中感受到了禅意的栖息，希望自己

可以追随暕上人修习佛法，共乘佛道。 魏斌在《“山
中”的六朝史》一书中将寺庙山林游赏的行为视作

“士族知识阶层向山水的自然中寻求内心的沉

潜”􀃊􀁍􀁓。 抛开一切世俗羁绊，佛寺的宗教氛围使人更

容易产生一种浸入式的生命体验，给予这些士子类

似于江山之助的体验。 诚如蒋寅先生所言，“剧烈

的沧桑变故促使人对历史进行反省并重新审视自我

的存在，理想的幻灭和现实的残缺给人带来极度的

空虚、失望和伤感，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恼，他们向

宗教寻求精神的逃避和寄托的净土”􀃊􀁍􀁔。 当慈恩寺

褪去权力空间、游赏空间的烙印，真正成为宗教空间

时，便成就了慈恩寺诗 “融佛理于人生” 的风格

变化。
３．情感之变

到了中唐贞元年间，朝廷又开始组织文士在慈

恩寺空间中进行文学创作。 《唐摭言》记载，“贞元

中，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”􀃊􀁍􀁕，官方将

士子们聚在慈恩寺，并以“慈恩寺杏园花发”为题让

他们即兴赋诗，考察其文学才华。 参与此次赋诗的

有李君何、周弘亮、陈翥、曹著、沈亚之，他们共同作

有《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》诗。 此次宴游是对

景龙二年慈恩寺应制的回响，但此时士子们却表现

出与那群宫廷诗人截然不同的情感。 皇权不再是他

们关注和歌颂的重点，他们在描绘慈恩寺杏花之景

时，往往会融入一种热烈、自由的个人情感。 清人王

夫之在《姜斋诗话》中将诗歌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

概括为，“情景名为二，而实不可离。 神于诗者，妙
合无垠。 巧者则有情中景、景中情”􀃊􀁍􀁖。 在王夫之看

来，一首好诗贵在情与景的真实融合。 庶族在游寺

的过程中，常将自然之景比附个人真挚的情感。 如

李君何的“春晴凭水轩，仙杏发南园”􀃊􀁍􀁗，此句看似

平淡，但寥寥几笔就将季节、天气以及地理位置点

明，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春意。 周弘亮

的“萼中轻蕊密，枝上素姿繁。 拂雨云初起，含风雪

欲翻”􀃊􀁍􀁘也极妙，诗人由近及远描写了杏花初发的景

象，杏花在慈恩寺中朝气蓬勃的开放如同这群新晋

士子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庶族们

在游宴最后所抒发的情感居然惊人一致，如周弘亮

“愿莫随桃李，芳菲不为言”􀃊􀁍􀁙、曹著“谁复争桃李，
含芳自不言”􀃊􀁍􀁚、陈翥“芳景堪游处，其如惜物华”􀃊􀁍􀁛

等。 司马迁在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用“桃李不

言”表达对李广一生苦战不侯的深切同情，“桃李不

言”自此成为每一个时代士子对怀才不遇的一种共

鸣。 不过这些庶族们对未来却怀有积极乐观的心

理，他们虽惋惜“桃李不言”，却相信只要有真才实

学，终有一天可以受到朝廷赏识。 这种高洁的情感

志向是初唐慈恩寺应制诗所不能比的。
此次慈恩寺游宴赋诗没有形成皇权主导文学创

作的局面，诗人们在慈恩寺空间中的创作题材却越

来越多元，如访僧、游赏、登高、燕集等主题，情感则

更趋于“怀旧”。 如张乔《登慈恩寺塔》 “世人来往

别，烟景古今同”􀃊􀁎􀁒；杨玢《登慈恩寺塔》 “莫上慈恩

最高处，不堪看又不堪听”􀃊􀁎􀁓；卢宗回《登长安慈恩

寺塔》“暂辍去蓬悲不定，一凭金界望长安”􀃊􀁎􀁔；曹松

《慈恩寺东楼》“此地钟声近，令人思未涯”􀃊􀁎􀁕等。 面

对满目疮痍的长安城，诗人们在慈恩寺空间中凭吊

昔日繁华的唐都，借“怀旧”这一主题，奏响一曲挽

歌。 慈恩寺也因此成为一座回忆之场，满载这些士

人们充沛而饱满的情思。
雁塔题名的兴盛令无数文士前往慈恩寺，逐渐

使慈恩寺成为长安科考成功的象征，寄希望于科举

改变命运的寒士们多聚集于此。 同时，雁塔题名正

式扭转了慈恩寺作为官方贵游场所的局面，文士自

发进入慈恩寺空间，使慈恩寺洋溢着唐代士子们朝

气蓬勃的生活理想。 对于情感的抒发需要诗文作为

载体，于是诞生了以庶族阶层为代表的慈恩文学。
安史之乱后慈恩寺诗大量出现，这些文学作品更加

强调对个人理想的表达和心灵的追问，因而具有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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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多元、情思自由的特点。

四、慈恩寺诗的诗史价值

初唐，景龙修文馆文士慈恩寺应制，确立了慈恩

寺文学空间的地位。 之后不同群体的文士纷纷进入

慈恩寺空间游赏、作文，横跨整个唐代。 可以说，慈
恩寺空间见证了唐代的兴衰，慈恩寺诗则清晰地还

原了唐代士子们的精神情感状态。 因此可以慈恩寺

诗为载体，观察唐诗的发展脉络。
从初唐的政治、文化环境来看，统治者对于文艺

创作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。 唐太宗在《帝京篇·
序》中自称“以万机之暇，游息艺文”。 他鼓励文艺

创作，推崇“辞藻宏丽”􀃊􀁎􀁖之作，并认为文艺同政教

衰亡并无直接联系。 太宗广纳文士进宫，到了高宗、
武后、中宗朝也都如此。 对统治者而言，他们需要招

揽一批值得信赖的文臣作为顾问，提供历史的借鉴。
对文士而言，他们除了需要为皇帝建言献策外，还需

拟写文字为帝王提供娱乐、消遣。 当这些诗人进入

宫廷，便意味着他们的诗文创作需围绕贵族的意志

而展开。 贵族举行各种宫廷娱乐活动奖掖诗文的创

作，其中之一便是宴游。 贵族宴游除了满足统治者

自身的娱乐需求，更意在借此推动文士们的文学写

作，以达到润色鸿业的功用，张说形容当时宫廷文坛

“右职以精学为先，大臣以无文为耻”􀃊􀁎􀁗。 最初的慈

恩寺诗便诞生于宫廷游宴集会的背景之下。
透过这些慈恩寺诗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文学

创作以统治者为中心，这种雅正之风表现在诗歌创

作内容多为歌颂帝王统治的正当性以及当时社会生

活的富足安定，具有向权力靠拢的特性。 当文学创

作被局限在狭小的宫廷空间中，必然导致文学内容

的单一、乏味。 当题材、内容受到限制后，文士们只

能从修辞、声韵入手改革诗歌的创作形式。 终唐一

代，慈恩寺应制诗数量堪称唐代宫廷文学创作之最，
这些诗作虽然在内容上值得玩味的地方不多，但是

文士们却在诗歌形式改革中用足力气，这批慈恩寺

应制诗已基本具备平仄协调、合乎粘附规则、全篇合

律的特征，为律诗形式的完善贡献了巨大的力量，标
志着五言、七言律诗在形式上的成熟。 参与此次慈

恩寺应制的诗人们后来在文坛均有着不错的发展，
身居朝廷高位。 他们在诗歌形式、内容、风格上所作

的努力，也为盛唐诗歌时代的来临埋下伏笔。
唐玄宗即位之初，倡导节俭，对宫廷浮艳之风令

行禁止。 政治、文化的改革扭转了初唐文学“专事

辞藻雕饰的浮华”􀃊􀁎􀁘倾向，宫廷不再是决定文学创作

的主要力量。 前文已梳理了慈恩寺诗发展的大致脉

络，伴随着官方权力的渗透，慈恩寺“雁塔题名”大

兴，激励了无数怀揣科举理想的举子们前往长安。
慈恩寺也从贵族游宴空间成为这些庶族们的游赏空

间，脱离权力的牵制，士子们的文学创作不必“戴着

脚镣跳舞”。 英国学者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Ｍｕｌｌｅｎ 指出，“尽管

宫廷极具吸引力，但诗歌创作仍是一种超越权力高

层控制的独立活动”􀃊􀁎􀁙。 尤其是安史之乱后，慈恩寺

诗大量涌现，诗人们多从个人视角传递一种贴合自

身经历的诗歌“真实感”。
细读这些慈恩寺诗，首先会发现，在不同时期，

诗歌肩负不同的功用。 盛世的慈恩寺诗多以权力为

中心，具有点缀、修饰之用；乱世的慈恩寺诗则以个

人为中心，具有儒家“达下情”的功用。 当权力中心

远去，带来文学创作的自由，也使此时的文人内心产

生一种虚无感。 虽然庶族们在慈恩寺空间中活动的

内容各异，但是他们访寺更像是为漂泊的身心寻找

一个归宿。 从朝廷的权力中心转向清净的佛寺中

心，文学创作也实现了从“身”到“心”的转换。
唐代诗歌的发展史是一个宏大的命题，而文学

的发展必然需要地理空间作为支撑，如果将文学置

于某一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讨论其流变过程，同样可

以起到见微知著，观察唐代诗歌发展的作用。 从这

些慈恩寺诗中可以发现，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从朝

廷官方到地方的过程，文学的功用也随着时代氛围

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改变。 虽然这些诗人们都是站

在慈恩寺塔的同一高度进行诗歌创作，但是在这些

慈恩寺诗中，唯有杜甫的慈恩寺诗脱颖而出。 除了

因为“杜甫追求诗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次的

真实性”􀃊􀁎􀁚，还因为杜甫“道人之所不道，到人之所

不到”􀃊􀁎􀁛，具有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担当与道义。

五、结语

慈恩寺建于贞观二十二年，却在景龙二年因中

宗慈恩寺游宴应制活动而初盛，可见，权力是决定文

艺创作的首要因素，慈恩寺的建立与最初的慈恩寺

诗都是对京师皇权的响应。 “雁塔题名”活动吸引

了大量庶族进入慈恩寺空间，文士们在慈恩寺空间

中的文学创作也促使慈恩寺实现了从皇家权力空

间，到文学创作空间，再到诗人精神空间的转变，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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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了慈恩寺诗创作内容的多样化。 “会昌三年”唐

武宗下“杀沙门令”，遏制佛教发展，全国上下掀起

灭佛毁寺运动，慈恩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，但是

这并没有遏制慈恩寺诗的创作。 可见，当文艺创作

成为一种个人自觉行为时，权力不再是牵制其发展

的主要因素。
通过对慈恩寺与慈恩寺诗的讨论还可以发现，

地理空间与文学创作互为影响的结果有三：第一，地
理空间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发生场所。 第二，文
学创作构建地理空间不同的内涵。 第三，时代是促

使地理空间和文学创作发生质变的主要因素。
要之，以慈恩寺为个案，考察寺庙空间的形成，

以及它对唐诗生成史的影响，可以对寺庙文化与唐

代诗歌、空间文化与唐代诗歌等关系进行更为深入

丰富的描述，进而对唐代诗歌发生史做出新的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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